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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绅政治与帝国崩解 

——以重庆团练与地方权力结构为视角 

谯珊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官绅政治是清代地方政治的基本架构,允许绅权存在是清代社会的常态,而非异态。咸同时期,地方

士绅因举办团练,绅权或有扩张,然“绅权扩张”与“帝国崩溃”并不构成因果关联。重庆在咸同团练举办后,地方

权力结构呈现出延续守旧的特点,官权仍然控驭绅权。但 19 世纪中叶以后,重庆的官绅政治架构在外国进入导致的

各类“新危机”中渐显裂隙,终在 20世纪初士绅退出的过程中轰然解体,致使地方秩序失控,为辛亥革命在重庆爆发

提供了土壤。清帝国崩溃与地方官绅政治体系失控同步,非绅权扩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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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专制皇权的社会,但在地方政治层面,官与绅是共同构成地方权力结构的两大主体,彼此牵连。官员利用士绅治理地方,

同时也将士绅整合于各类组织之中,达到控制士绅的目的。此种“控制士绅以达控制地方”的政治生态,在清代二百余年的历史

长河中,从未发生根本动摇。 

1970 年代,美国学者孔飞力通过对咸同时期华中和华南地区团练的研究,从“绅权扩张”的角度解读清代专制政体崩溃的根

源,并以中国内部因素作为衡量“近代历史时期”的划分标准,对中国学界影响极大。(1)窃以为,从士绅的视角探讨中国专制政体

的长期存续和瓦解,此一思路极富创见。尤其是后殖民时代,中国传统社会延续性的特征仍然很明显,如果能从“旧秩序”的土壤

中找寻出影响中国政体变革的内部因素,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但孔飞力以清末地方致乱的结果倒推咸同绅权的扩张,认为此二者有必然联系,似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末地方致乱的多重因素,

尤其是西方进入中国后各地涌现的民教冲突,以及清廷因赔款、举办新政给地方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王庆成曾指出:19 世纪后

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史研究存在着大量未被研究的课题,在此情况下,将 19 世纪中叶的团练与之后的历史演变进行联系“必

然仍是朦胧的”(1);麦科德也认为,孔飞力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以后,地方军事化呈现出高水平的显著特征,“这个说法被人们

广泛地接受,但它终究是个事实不足的假定”(2)。 

麦科德关于清末湖南地方军事化的研究表明,湖南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团练兴盛之地,至清末时团练已“名存实亡”
(3)
,此一

结论与萧公权关于清代乡村保甲组织在 19 世纪后半期“已经丧失许多实际作用”的观点相类。(4)中外研究者对清末团练保甲的

研究,弥补了孔飞力的研究止于 1864 年的缺憾。但咸同团练举办后,地方绅权到底呈现出何种面相?绅权与清帝国的崩溃是否有

必然联系?诸多问题尚须进一步探讨。至少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政权仍然存续了 50 年,这一事实就需要从士绅的视角作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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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咸同团练举办的过程中,确有地方出现绅权坐大之势,贵州刘显世和安徽苗沛林,是两个典型的案

例。刘氏家族在咸同以后盘踞贵州兴义府一带,俨然地方小朝廷,但刘氏家族并未对抗过朝廷,其在辛亥时期欲镇压革命后又拥护

革命的首鼠两端的行为,客观上还减轻了贵州辛亥革命的阻力,与清末贵州动乱的关系实则不大。 

安徽苗沛林,咸同以后在皖北割据称霸,多次反叛清廷,此应是团练举办后“士绅致乱”的典型,但苗沛林的行为与苗练北有

捻军、南有太平军的中间地带有关(5),如何在被清廷利用之下,在捻军和太平军的夹击中获得生存,是苗沛林团练的特殊之处。苗

氏在三股势力中左右逢迎,为清廷所不容,终于 1863年 12月被清军剿灭。苗沛林叛乱仅具个案特征,而且,苗练被及时镇压,并未

对清廷的继续统治产生威胁,相反,它还说明地方绅权坐大可能遭致的后果。 

近年来,学界对地方团练的研究已逐渐溢出“绅权扩张”的分析框架,但仍然集中于太平天国战乱等“非常”时期,对团练

在地方“平常”时期的状况,较少涉及;对于咸同和光宣时期的团练,也因资料欠缺等因素割裂为彼此孤立的两个阶段(6),凡此种

种,皆使晚清地方团练的演变尚未形成一幅连续、完整的画面。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1861年4月石达开曾率太平军进入巴县,但未入重庆城,因而,重庆的团练,大致能代表较少受太平天国战

乱影响地区的团练情形。并且,重庆是长江上游辛亥革命的爆发地,晚清重庆的地方政治生态与革命的关系,极具探讨价值。本文

在清代县衙档案《巴县档案》的基础上,梳理出重庆城市团练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举办、演变乃至消亡的全过程,希望通

过对“士绅办团”较长时段的考察,厘清晚清地方团练的基本面相,以及从中透视的地方权力结构与清帝国崩溃之间的关联。 

一、“非常”与“平常”时期的重庆团练 

1851年 1月,太平军于广西金田起义,清军不敌。1853年初,清廷为镇压起义,“令各直省仿照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办理团

练”“一切经费均由绅民量力筹办,不得假手吏役”,名曰“保民而不至扰民”,(1)实则将不谙军事的地方士绅推至维护清政权的

最前沿,以应对“八旗”衰败带来的危局。咸同时期,遂成为地方士绅于“非常”时期办团的高峰。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清廷谕令办团时,太平军已沿长江东下,对重庆的威胁并不迫切。但重庆临近湘鄂,常受周边地方武装的

骚扰,1853 年 6 月,巴县知县觉罗祥庆就以“渝城水陆交冲,商贾辐辏,五方杂处,最易藏奸”为由发布告示,谕令士绅认真齐团,

遴选壮丁勤加训练,“以期有备无患”(2),揭开了重庆团练的序幕。 

重庆城的办团模式是依坊厢设团。每坊、厢置 1 团或数团,设总监正督率数团,各团设监正、团首具体管束。监正皆由坊厢

士绅担任,以职员、生员和退仕官员为主(3),职责是“督办团练保甲并文武官员传见”,轮流经理;团首则“不拘绅士粮户”,但必

须选择“品行端方,为人公道,素为一方敬服者,公举承充”(4),职责是带领团勇操练、巡查栅栏,督率花户鸣锣齐集锁栅等,如逢官

员点团,还须率领花户听点。各坊厢团勇,每月操练三次,余日各安生理,官府定“每月给团勇工食银一千文”,若遇事出力,论功

奖赏,“即有不测,每名给体恤银十两,以示鼓励”(5)。官方以“工食银”“体恤银”的方式吸引民众参团,经费成为团练能否成功

举办的关键。 

重庆官府初征团练经费就遇极大阻力。1854 年,川东道拟于重庆招团勇一千名,团勇口食在“渝城中等殷实商民未经捐助军

饷者”中募集(6),后经知县觉罗祥庆与各坊厢监正筹议,“以各坊贫富不齐,碍难一律捐输,议定上中下三等募集银两”,其

中,“上等坊厢筹募银二百两,中等坊厢筹募银一百二拾两,下等坊厢筹募银六十两”(7)。但各坊厢分摊团费后,均“欲令富者出财,

而一团之中,富者寥寥”,富者尚有“大家公事,不应我一人出钱”的心理,乃抗拒不出。(8) 

通远、金汤两坊铺户“按照殷实勤捐助公操习技艺”,该坊粮户陈永寿“岁认捐钱三千文”,但其“仗势欺人,并不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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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放出口风“一旦撞获定要屠生等性命”,对监正等人予以威胁。(9)渝中坊公议团内两大富民张合兴、刘元福也“阻公抗捐”,

原因在于张合兴“置有乡城田业约万金之数”;“刘元福家资晓裕,约六七千金之数”,官员劝捐时,二姓俱未报出,公议团“公

议合兴应出银二十两,元福应出银十两”,但合兴只愿“认捐银一两五钱”,元福只愿“认捐银五钱”
(1)
,离公议团的目标甚远,从

而成为监正、团首向官府控告的对象。 

重庆办团经费“摊派富户”所产生的纠纷,为士绅所关注。1854年 6月,重庆举人吴馨远具禀县衙“练团多不实办,富户则恐

一木难支,裹足不前”,因而“经费所出,非各团公派不可……俗云银钱多,祸患多,凡下江贼匪所抢劫者皆多银钱之人也,且贼匪

一至,无论贫富贵贱,同遭荼毒。”吴馨远建议“宜捐不宜捐,总以其人之能出不能出为定,不必拘定有粮无粮。无论士农工商、

庵堂寺观,总由各团查实公议公派银钱谷米,务多积贮,俱由本团自为经理。”(2)吴的“宜捐”“积贮”主张得官府重视,此后,重

庆团练经费征收之策由各坊厢捐助朝税收方向调整。 

重庆为长江上游水码头,又是移民城市,客籍商人势力大,乾隆时期已有行会联合体“八省会馆”成立。八省会首因多有功名,

又称“八省绅商”或“八省绅首”(3),负责协调各行帮纠纷,协助官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等,在重庆城影响极大。1856 年,川东道

委八省绅商设局筹办百货厘金,凡市埠买卖货品,按值每两抽取六厘,六成报效,四成留作本城养勇,是为“老厘”。(4)1858 年,川

东道再委八省绅商筹办积谷,由八省负责劝集行店客商,于老厘之外,每货银一两,另抽二分;白花一包,另抽二分,由行店总抽缴

局,买谷储仓,以备城闭阖城民食。积谷因由八省管理,又称“八省积谷”。 

1860 年,县绅段大章(前甘肃布政史,退仕回渝)会同府、县再次召集八省绅商等商议,除老厘、积谷照常抽收外,货物每两另

抽九厘办理团练。因重庆贸易以棉花为大宗,因此又照花帮所议,议决每包加征银一钱,买者占二分五厘,卖者占七分五厘,是为

“新厘”。(5) 

同年,重庆还于唐家沱码头设立厘卡,抽取货厘、船厘。货厘一律普抽(此前所有花红及通江白蜡等多不进城者,向不抽厘),

按照货价百文抽一。船厘为本地安设水师以防江面所用,抽收百分之二。初大小两河俱遵章办理,掣放行票六百余号,惟下河船户

表示“必于水脚增长价钱,是名为抽取船厘,实则抽取商厘”。于是八省绅商江宗海与各帮会首商议,“与其由船户增长水脚,不

若明定章程,由客商与船户各出一半,分认厘金,以昭公允。”秉准道署,出示晓谕。(6)因八省绅商的助力,重庆较好地解决了团练

经费征收的问题。 

1854 年 8 月,重庆派团勇 400 名赴綦江防堵贵州杨漋喜;1855 年调团勇 1400 名交重庆镇中营游击颜朝斌赴湖北镇压太平天

国;100 名赴秀山防堵杨漋喜余党(7),效果明显。1858 年后,重庆民间乡团按团保送团丁入城操练者,共六百数十名;教成团丁送县

校阅者,计六千数百名,从此源源教练,民尽知兵,凡属年力富强,皆堪御侮
(8)
,而城内团勇,亦达 1500名。

(9)
 

重庆团练因太平军起事而举办,但因并无大规模战事,团练在当地的功能主要是“防堵”,而非镇压叛乱。至咸丰末期,重庆

绅、民散于保甲组织之中,不再重视操练。1860 年 8 月,巴县知县查点团练,各坊厢违抗不到者有 169 人。(1)1861 年,石达开部进

入巴县一品场,民众知太平军纪律严明,并不惊诧,“乡人尚演剧,市集如故,石兵呼之为仁义场。”(2) 

同年,重庆专城讯何得龙赴石岗场查点团练,至昏时,该场“各团监正团牌花户人等全不到来听点”,何饬令领旗向阳春谕乡

约张义和催要团点,“该乡约坐视不耳”。至一更时,管带周恒山协同张义和竟统领练丁百余人各穿号褂至何得龙寓所,“出言詈

骂,并将公棹掀倒”,领旗向阳春也被“扯倒在地”,遭“拳打脚踢”
(3)
。重庆士绅、民众均有抗团行为,彼时聚团已十分困难。 

同治年间,重庆城市团练回复至战前保甲“静”的状态,但“团”的名称却被保留下来。同治初,重庆城内外有 23 坊 14 厢,

城内团练编为东、西、南、北、中五团,东团辖宣化巴字、太平、仁和、储奇、金紫灵壁 5 坊;南团辖金汤通远、南纪凤凰、太

善、渝中、莲花 5坊;西团辖定远、临江、洪岩、治平、千厮西水 5坊;北团辖朝天、金沙、翠微、东水 4坊;中团辖神仙、杨柳、

崇因、华光 4坊;城外团练统编为“厢团”。
(4)
此时,重庆团练已从“非常”时期的地方军事化组织演变为坊厢之上具有固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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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基层组织,功能与保甲相似,以协助官员治理地方为责,军事色彩已弱。 

至光绪年间,由于四川秘密组织活跃,社会动荡加剧,重庆再兴“士绅办团”。川东、川南等地的啯噜、签子会、党子会首领

吴么大王、陈太平;私盐贩首领任韦驮、谭二疯王等置备枪炮器械,拒敌官兵,官不敢过问。丁宝桢任川督后,冀希望于民团平乱,

饬令“各属绅粮尤当认真编联保甲,共卫身家”(5)。但此时重庆团练早已废弛,保甲也形同虚设,一切只得从清理户口重头办起。

1875年 9月,川东道姚觐元饬令巴县“散给门牌,清查户口,慎选牌头甲长”编联保甲,要求“各团查照向章自行筹划”(6)。 

1886 年,重庆府发布《办理团保简明条约册》《团保挐获盗匪赏银章程》,饬巴县遵照办理(7),但重庆“无以常练闻者”(8),此

时重庆城市基层组织仍然沿用同治年间的“五团”形式。1895年,国璋任巴县知县,因“渝保甲坊厢原设监保,复设总监正为之督

率,每因要公传见,纷纷呈禀,转扰宪聪”,烦琐不已,乃将重庆城内外坊厢分为七大团
(9)
,城内各坊为东、南、西、北、中五团,城

外各厢划分为上七厢、下七厢两团,合为“七团”。七团各设里正一名,均由士绅担任。(10)光绪时的重庆“七团”,与八省会馆合

称“七团八正”,举凡保甲、城防、慈善、积谷、学校、消防等地方事务,无不涉及,是重庆城内最具权势的士绅群体 11,“七团”

成为光绪年间重庆城市的新基层组织。 

直到 1898 年,余栋臣仇教事起,危及重庆,道、府、县檄调三里民团入卫。次年,知县沈秉堃以重庆城为通商大埠,洋商、教

士纷至沓来,防护偶疏,立开大衅,乃呈请川督,酌留精壮民丁百名,屯驻城内,以资保卫。并定更番训练之法,三月为期,所需月饷

由道库给发,令饬各场按季保送朴实壮丁,入城更替。是为巴县常练之始。(1)已停办多年的团练才再次成为重庆官员靖乱的重要工

具。 

由此可知,从 19世纪中叶至 20世纪初,重庆团练除了在太平天国战乱的“非常”时期短暂举办并有“防堵”等军事行动外,

在咸同以后的“平常”时期内,团练仅是作为与保甲合一的地方基层组织——“五团”或“七团”而存在,士绅“聚团”困难,

也无“常练”,地方军事化水平极低。以士绅为主导的民团,并不能构成地方政权的威胁,遑论“致乱”。 

二、团练中的官绅政治:官权控驭绅权 

团练是清代士绅参与地方政治的重要行动,颇引学界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地方社会中,士绅参与地方政治以及各类

公共领域,并非中华帝国晚期才出现的现象,而是清代自创立以来地方社会的常态,也是清代“广土众民”的特点和地方“小政

府”政治架构的产物。因而,“官员与士绅共治地方”,双方共同构成清代地方权力结构的两大主体,彼此获益,官绅在地方政治

生态中是一种联合而非对立的关系。(2) 

官绅联合并非清代社会的秘密,官绅两方都深谙此道。康熙年间历任山东郯城、直隶东光知县的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卷

一《筮仕部》就特设《拜客宴会》专条,记载地方官赴任后对士绅“宜即倒屣虚心请教,地方大老负重望者亦须谒见”,且“一年

内外,酌交情厚薄,致函候谢,方见精神周到,声气流通。”地方官员中如偶有“拘牵之士不会客,不赴席者”,黄六鸿亦认为此类

“自标高异”者,“不过惜小费”耳。(3)《福惠全书》因详述仕宦箴规,细致全面,成为清人官场指南。 

清代官员颇习与士绅相处之道是治理地方的关键。而士绅方面,也会在官员上任或寿辰、喜宴等特殊日子前来拜谒并奉上

“贽仪”(4)。由此,官绅之间的主动接近成为清代社会的常态,构成皇权之下地方政治的图景。在具体事件中,官绅之间或合作,

或冲突,均是官绅政治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清代利用士绅与官员共治地方,保持地方安稳,但对士绅的控制却十分严密。除文化思想上的控制外,利用各类组织整合士绅,

使“社会精英组织化”,是清代控制士绅以达控制基层社会的主要手法。 

清初,重庆官方就设置各类基层组织,吸纳士绅等社会精英管理民众。1707 年,重庆编划坊厢,设坊厢长,由其承接官府差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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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协调社区事务等;乾隆年间,重庆增设“储奇”“朝天”两党,置两党乡约,以士绅担任。两党乡约负责举荐坊厢长,协调各

坊厢之间的事务,成为坊厢之上的更高一级基层组织。(1)官员通过乡约、坊厢长等管理民众,士绅等社会精英由此被吸纳入基层组

织之中。 

乾隆年间,重庆又遵清廷谕令,设置保甲。于城乡市镇挨户联牌,以 10户为 1牌,10牌立一甲长,10甲立一保正。保甲详细登

记各户人口情况,“互相联络,轮流稽查”,一家犯罪,九家连坐。(2)保甲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后,官方对民众的监控落实到“户”,

保甲遂成为清代控制民间最重要和最严密的基层组织。 

保甲控制地方民众,同时也最大程度地整合了士绅等地方精英。保、甲长由谁来担任各地并不相同,有的州县由士绅担任,如

达县“五乡各场,各举保正,皆用乡耆衿监,或由县官礼请,或由绅衿举充,不限任期,亦无薪水。”
(3)
重庆的保甲长并不限于士

绅,1813 年巴县规定“牌头必须素无过犯,才过九家者,方可充当”(4);1850 年,再次示谕“绅粮约总方举公正之人,充当保正、甲

长、牌头”(5)。清代保甲组织设置后,在地方社会广泛吸纳品行端方、公正之人,保甲对士绅等地方精英的整合,超过其它基层组

织。 

保甲与团练一体两面,团练举办后,保甲因增添军事色彩,在地方社会的重要性日趋突出,团练士绅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咸

同以前,“渝城保正,向归两党乡约举充”(6);而咸同以后,团练士绅逐渐取代两党乡约成为保正、坊厢长的举荐人,光绪时的七团

里正还取得督率两党事务的权力。(7)民间基层领袖权力的置换意味着团练兴办后,城市“新”“旧”精英的更替极为明显。 

但团练士绅获得在民间社会的极大话语权,却不意味着官方对士绅的控制由此而放松。咸同以后,重庆士绅“组织化”的状

态并未发生变化,绅权仍然服膺于官权,其所呈现的面相包括: 

其一,地方官员牢牢掌控着团练士绅的任免权。 

团练首领由士绅公举产生,但官方握有里正、监正的最终任免权,可随时更换。1854 年,千厮厢监正涂双发借办团敛财,且私

设公堂,街中稍有雀角细事,双发“唤座询问,擅用私刑炼锁”,阖街花户“怨言难以枚举”,知县将涂双发革除,令其“永不许在

团练滋事”(8)。1860年,隆盛团团首刘鹤龄因懈怠团练被“锁押回辕”(9)。 

1864 年,太善坊监正胡暄因“年老多病,柔懦悮公,逐日在家闲养,不能经理”,巴县知县将其撤换,任命“为人老成、办公熟

练”之监生刘骧代替;千厮坊监正熊万顺因“贸易事繁,无暇办公”,也被撤换,由该坊“正直老成”之刘玉庆接充。(10)同治三至

四年,巴县知县撤换了大批团练监正。 

光绪年间,重庆“七团里正”得官府倚重和信任,各坊厢监正、保正未经其保举者,官府不予录用。如 1902年秋,太善坊十八

梯监正因前年移贸小十字,该坊“遇有口角,无人排解”,虽有里正,“居远未知本街贤愚”,太善坊监正遂邀集本街绅商酌议后,

禀报县府“附近芶成明殷实精干,正直无私,堪以接充监正。”县正堂批示:“芶成名是否堪充该坊十八梯监正,仰七团里正等查

议禀报核夺。”(1)否决了该坊绅商的提议,仍将坊厢长的举荐权交予“七团里正”。 

重庆官员授予“七团里正”保举民间领袖之权,原因在于“以其朝夕相近,能别贤否”,但同时要求里正保举监、保正

等,“须集众公议,庶免狥私朦保。呈批准否,应由仁恩权衡,保甲向不预闻”
(2)
。地方官员对监正、保正的任免握有最终裁定权。 

不仅如此,地方官员对“七团里正”等社区精英也保持高度警惕。巴县衙明确规定七团里正“举措悉由总监正公论”,而

“总监正之贤否,亦由里正去留”。(3)官方将推荐、评价总监正之权力交与里正,同时也将评价里正之权力交与总监正。通过里正、

监正间的相互制约,重庆官员可谓达到了通过“一部分士绅”监督、控制“另一部分士绅”的目的,有效地调动了重庆上层士绅

与中下层士绅的积极性,并使其相互羁绊,最终达到官方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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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地方官员在团练中具有最高领导权,严防士绅因办团而坐大。 

重庆团练举办之初,官方就控制着团勇的军事操练。1854 年,川东道曹树钟札饬渝城操练局团勇共二千名“除派官绅分别管

带随时操演外,自应分交三营大员总领,以期精练而资弹压”。具体做法是将公局练勇一千名全数移交重庆中营游击管理城内外,

新设三十余团抽出练勇一千名,以五百名交左营游击,以五百名交右营都司分别管领,随时与官绅督同操演。(4) 

同时要求各坊厢团勇姓名清册,移请左右两营统辖,应受营规约束,“如有才不堪用,及不自爱惜者,听教习惩治更换,以期养

一人即收一人之用,无任冒滥。”(5)团勇操练归各营节制,纳入官方控制的轨道,此与上海城市团练“参用营勇钤束”,以驻防湘军

统领暂拨,“略仿营制而变通”之法极为相似(6),皆是为了控制民团。 

1858 年,川东道王廷植在《捐资养勇章程》中明白指出:“此项练勇与制兵无异,即以地方官为营主,一切悉照营制在各团操

丁内挑选”,练勇悉照营制常年驻扎州县城内,“由官延请教习常川操练演习技艺,以备征调”,“每五名为伍,设一伍长;二十人

为旗,设一大旗;五十人为队,设一队长;百人为行,设一管带。以地方官为统领,如有抗违不遵调度者,以军法从事”(7)。 

重庆官员强调“各属团练均由地方官统辖,原所以一事权而免团众把持滋事”
(8)
。1863 年,川东道又札饬巴县知县应自行统

理渝城五大团,因原五团团首金含章已辞退,此后“所有总团首名目应永行禁止”,且 23 坊团练合为五大团,其操丁既众,团首亦

多,“非该县自行统领不足以服众心”,要求“五大团事宜即由该县自行统理,毋庸另举总团首充当,俾事权归上而团练得指臂之

肋,无把持之弊”(1)。此后,重庆团练取消总团首一职,仅设里正、监正,官方严防士绅因办团而坐大。 

其三,官员可支配团练士绅,重庆士绅甚至被派至城市巡逻、盘查的现场。 

清代承平时期的城市治安主要依赖保甲系统,由保甲长带领坊厢民众弭盗辑宄。如 1810 年巴县《编联保甲条规》明确规

定:“保甲保正、甲长、牌头,各于所管牌甲户口随时稽查。凡遇面生可疑来历不明之人,不许容留甲内。”(2)1854年巴县《团练

条规》亦规定由团首“带领团勇操练、巡查栅栏”等,士绅并不直接负责巡逻、盘查等事。 

但重庆团练举办后,士绅开始被地方官员直接派至盘查、防堵的现场。1862 年,巴县知县王臣福认为,“时届冬令,九门盘查

不可一日疏懈”(3),在重庆九门设立城门“盘查绅士”,又名“九门盘查监正”,由士绅亲自负责城门盘查事宜。(4)规定每门选派 6

人或 8人分作两班,或 5日或 10日轮流办事,督率勇役认真经管稽查,以专责成。(5) 

重庆士绅在九城门盘查多年。1865年,金紫门监正,职员周广泰禀请“添派绅士盘查以均劳役”,巴县正堂王臣福特札贡生李

亨衢“即便接办盘查,认真经理。”同年,储奇门盘查城门监正廖兴顺病故,因储奇门为各帮药材进出要衢,“每日包篓扛箱,繁于

他门”,该坊文生谢恒等认为“必得公正老成熟悉久居之绅士以补其缺”,文生李钟涛因“品行端正,且久居此坊,兼附近城垣,

便于盘查”,被公举为储奇门监正;千厮门监正也由“殷实谙练”之监生马敦德担任。(7)地方士绅被地方官员直接派至盘查、防堵

的城门现场,官方对士绅的支配可见一斑。 

三、官绅政治崩解:团练嬗变与地方动乱 

19 世纪中叶以后,重庆的地方权力结构并未因士绅办团而发生变化,原有的政治生态仍在延续,但此一时期重庆致乱的因素

增多,地方秩序开始朝失控的方向发展,此种趋势虽非“绅权”所致,但仍与士绅主导的团练有密切关联。 

1858年,外国传教士获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教会势力从此渗入重庆。1862年底,法国奉旨传教,在京请准重庆长安寺

改修教堂,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长安寺地处重庆要害之区,“言地利者所必争也”(1)。重庆民众以“失险堪虞”,于次年 3月愤而

打毁法国教堂真原堂,酿成外交巨祸。重庆八省绅商,因原在长安寺内办公,被重庆官府“疑为祸首”,派员将绅首傅苍岩、张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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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徐秀纯、程益轩、陈桂林等押赴省城治罪,险遭杀头,后以八省贴款 20 余万,法国让出长安寺了结此案。由传教士进入而引

发的地方动乱初显端倪。 

1891 年,重庆开埠通商,外国传教士进入者增多,保护洋人、教堂成为团练的新任务。1900 年,川督发布保护各国商教告

示:“查匪徒造谣煽惑藉词打教,抢掠财物,扰害良民,准就各地团保人等挐捕送官究治,倘敢抗拒,即由官兵格杀毋论。”(2)明确要

求各地团练保护洋人。川督还秘示各县添练丁数十名及一二百名,对教堂和教民加以防范,“有明防者,有暗防者,亦可因地制宜

也”,但此条“不可出示,只作劝办之法,恐碍将来认赔办法,使彼教藉口”(3)。 

据四川洋务局统计,1901年,重庆城内外法、英、美三国的教堂已发展至 49个、教徒 1658人,其中天主教徒 1150人,耶稣教

徒 508 人,全川信教人数高达 18.4 万人。
(4)
民教积不相能,冲突增多,川督令士绅和团练保护教堂,防范民教冲突,效果却不佳,重

庆常有污损、喧闹教堂等事,此时团勇不仅“视打教与彼无干”,而且对于打教之事“视之漠然,甚有袖手旁观而笑”者。(5)川督

只得发出警告:“地方匪徒闹事,本归团保查禁,今众等不理,我官岂能有力赔偿。 

以后如有打教案,照督宪札办理,官赔一成,尔等赔之三成。以前属闹教案,地方虽不赔,将来须饬州县换团保并先暗查家产,

为将来赔款地步某处教堂教民即交某处团保是问,我不派兵看守。”
(6)
官方将打教可能产生的“赔款后果”与绅民捆绑,晓以厉

害,“各团保闻之颇动,不言保教而自保也”(7)。 

光绪年间重庆团练在民教冲突发生时,不言保教而求“自保”,此种新情状实已暴露出地方官员一味依赖士绅等精英控民的

方式,因外国侵略的大背景,以及精英在民教冲突中对“民”的同情和对外国的反感等,使得传统的“官绅联合”的政治架构出

现裂隙,开始失灵。但官方在控驭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除依赖士绅和团练维持地方秩序外,并无它法。 

1902年,四川通省团练总局发布《保甲团练章程》,再次要求各地“慎选总绅以资臂肋也”,因“一邑之中,正绅士不可多得,

亦不肯轻出。现在整顿保甲团练,不能不藉绅士以通声气……丞卒牧令务须即时访求,虚心延揽,隆以礼貌,推诚相待,方能罗致正

人首绅,即有一二不肖,亦必有所顾虑观感,官绅联络一气而办理不至隔阂矣。”(8)依赖士绅维持地方秩序,仍然是晚清地方官员的

主要手法。 

但光绪年间的地方团练,官方已无法控驭。团练不仅对民教冲突表示冷漠,而且对于民众反抗官方摊派新政捐税的激烈抵抗

行为,或暗中支持,或积极参与,加剧了地方致乱的趋势。1902 年,“四川全省乱象已成”,各地盗贼、饥民、会匪、义和拳,分之

为四,合之为一,而官方“办法日形竭跼”“官吏无能为计”。(9)1903年,保路风潮起,赵尔丰在成都捕蒲殿俊、罗纶等人,消息传

出,“西南附省数十州县更迭起民团,赴省营救。”
(1)
1904年 9月,重庆民众为抗厘金局苛索,全城罢市。

(2)
1910年,铜梁、大足等

县群众反抗收纸捐罢市。而此时,“团保通匪,民匪不分”,或团民“转被挟制而莫敢举发”(3),向来被士绅控制的地方团练,不再

是官府控制城市的有效工具,反而成为各派可以渗透和反正的力量。 

在此乱局下,清廷通饬各省废保甲创警察,使士绅正式退出地方控制的舞台。1905年,重庆保甲局改为警察总局,以 48坊厢保

甲委员短期训习即充任警员。(4)重庆划分为 7区,每区置团总 1人,由巴县遴委统辖,“不负组织训练民众之责,只仰承县旨循例办

公而已”(5)。新、旧厘局也合并为重庆百货厘金总局,以候补道周克昌任总办,“绅始无权”(6)。 

1906 年,重庆派官绅赴成都高等警务学堂学习,得毕业者约六十人回县服务。
(7)
1910 年,知县筹设乡镇巡警教练所,饬各里总

监保报送土著良民挑选合格者三百余名入所简练,一月后修业毕业。(8)重庆新办警察数额远不及以往团练人数。而且,警察因失去

保甲“整合地方精英”之力,其于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在短期内难以达到保甲团练的效果。彼时四川各府县治城内“练丁、堂

勇、亲兵名异实同,往往依庇本官,敢为不法,警察不能过问。”(9) 

20世纪初,重庆地方秩序的混乱终于在保甲团练解体、官绅政治崩解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地方局势朝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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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 10月,端方奉旨入川,率鄂军过重庆,川绅施际云代表端方召集官、绅、学于总商会,同盟会员朱之洪、江潘等乘机以“今

各地盗匪窃发,不练无以资抵御”为由,提议举办团练,知府纽传善以无火器拒绝办团,同盟会员简达西曾管川东团枪械簿册,声

称尚有团枪、铁炮、刀矛数千,并出一纸示传善,革命党人办团之建议遂得通过。 

于是,商会谋办商团自卫,士绅亦倡办民团保治安,“皆先以党人实其额”(10),重庆再次办理的团练已脱离官方的控制。此时

不独四川,湖北、湖南、安徽、广东、云南等地的正统(团练、新军)或异端(会党)军事武装,不同程度地被革命党人渗透,地方秩

序已脱离官方控制的轨道。11月 22日,革命党人召集重庆绅商学界代表二、三百人在朝天观开会,军队、商勇均列队抬炮入会场,

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县段荣嘉缴印投降,辛亥革命在重庆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成功。 

因而,若从地方政治的层面观察清帝国的崩溃,可以发现,19 世纪中叶以来,重庆秩序已显乱象,地方官员依赖士绅办团的

“旧手法”不仅无法应对“新危机”,而且士绅也在清廷废除保甲团练的过程中走到地方控制的边缘。清政权行之有效二百余年

的官绅政治架构解体,致使地方秩序完全失控,革命遂在“地方”率先爆发,并演绎出各省独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结论 

清政权能够度过 19世纪中叶的内外危机仍然存续 50年,“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

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1)。地方士绅维系了摇摇欲坠的清政权,并未走向反动。 

晚清重庆的地方权力结构图景显示,士绅是皇权在基层的重要代表,依托于绅权的“官绅政治”仍然是晚清政权立足的基

础。咸同以后,重庆“团练士绅”在民间社会的话语权虽然增加,但士绅等“社会精英组织化”的方式并未发生变化,绅权仍然服

膺于官权,官绅权力结构保持了大致平衡。 

但晚清政权立足的基础并不是稳固的。19 世纪中叶由外国进入所引发的各类危机,以及 20 世纪初以来地方政治的变革等,

都从不同侧面摇动着官绅政治的基石,终使士绅在基层组织废弃的过程中走到地方政治的边缘,官绅政治体系由此解体。 

因而,不是团练兴起(或绅权扩张)导致了清王朝的崩溃,恰恰相反,20 世纪初,保甲团练的废除(包括废弛)极大地影响了官方

对士绅的整合,使本已致乱的“地方”更形失控。维系清代地方秩序的“官绅政治”,既是清帝国绵长生命力之因,也成为其崩解

之因。 

晚清重庆团练所展现的地方权力结构的延续还显出:清代专制帝国崩解的因素,并不总源于“新”,而是与深藏于“旧秩

序”内部的、那些稳固恒常的诸多旧因素有关,往往难以察觉。因而,一味地从 19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危机中寻找清朝覆亡的原

因,极易陷入“近代中国面临内外危机”的单一视角,从而忽略了对清代地方政治作长时段的考察。 

清代二百余年的整体历史演变,提醒后世学人,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走进中国历史,都须重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在各类危机

背后,历史发展中的那些持续不变的、旧的因素,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的深远影响,恐不是近代以来的“各类冲击”所能阐释,它

需要我们对“旧秩序”本身作更深入细致的探寻,才能获得更多解答。 

注释： 

1[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0年。王先明:《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6年第 1期,第 17-29页。晚清“绅权扩张”的

观点影响颇大,近年国内学界已有将此“论点”演成“论据”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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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王庆成:“前言”,第 4

页。 

3[美]爱德华·麦科德:《民初湖南的团练和地方军事化》,周秋光译,《吉首大学学报》,1989年第 2期,第 87-96页。 

4[美]爱德华·麦科德:《清末湖南的团练和地方军事化》,周秋光译,《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第 96-98

页,第 84页。 

5萧公权:《中国乡村:论 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第 83页。 

6[日]并木赖寿:《苗沛林团练事件》,谢俊美译,《学术界》1994年第 1期,第 56-62页。 

7 宋桂英关于晚清山东团练的研究是国内较少的长时段研究成果,该论文主要研究晚清山东团练三个不同时期的性质、功能

和演变特点等,但未涉及地方权力结构以及与清政权崩溃的联系。《晚清山东团练研究》,浙江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6年。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108页。 

9《各宪札发严禁私造私发军器告示及巴县奉札示谕查禁卷》,《巴县档案》6-18-211,1853年,四川省档案馆藏。 

10包括退仕的江苏兴化知县张肄孟、浙江布政司理问张宝孟、陕西咸阳县县丞李式槐、从九品周遇春等。《江苏兴化知县张

肄孟等禀团练防堵费短缺,恳借用长生场公捐缉捕等费余款支发团练使费一案》,《巴县档案》,6-18-129,1857年。 

11《嘉庆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巴县团首牌团条例》,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 279页。 

12《巴县示谕“团练条规”筹捐团练经费卷》,《巴县档案》6-18-88,1854年。 

13《川东道札饬将操练局团勇等交由重庆三营总领以资精练而资弹压卷》,《巴县档案》6-18-106,1854年。 

14《巴县示谕“团练条规”筹捐团练经费卷》,《巴县档案》6-18-88,1854年。 

15《举人吴馨远等具禀团练不真宜除弊而更张备条卷》,《巴县档案》6-18-89,1854年。 

16《通远坊监正黄日盛等具禀陈永寿抗不给捐助团练操习一案》,《巴县档案》6-18-119,1854年。 

17《渝中坊公议团监正王廷瑞等具禀富民张合兴等违众阻公抗捐以济团内公项银两卷》,《巴县档案》6-18-134,1854年。 

18《举人吴馨远等具禀团练不真宜除弊而更张备条卷》,《巴县档案》6-18-89,1854年。 

19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 28页。 

20《巴县志》卷四《赋役下》,第 1页,1939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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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巴县志》卷二一《事纪下》,第 46-47页,第 45-47页。 

22《巴县志》卷四《赋役下》,第 1页;卷二一《事纪下》,第 47页。 

23《巴县团练章程》,《巴县档案》6-18-81,1858年。 

24《道宪札饬整顿团练选派监正于九门廿三坊昼夜盘查及各坊团正禀明筹添团费和火烛费银卷》 ,《巴县档案》

6-23-181,1862-1864年。 

25《巴县正堂示谕本城各坊厢定期查点团练尚有不到者提案互惩卷》,《巴县档案》6-18-101,1860年。 

26《巴县志》卷二一《事纪下》,第 49页。 

27《重庆专城讯移称石岗场掭丁抗拒不许乡约催团卷》,《巴县档案》6-18-186,1861年。 

28《巴县示谕查点渝城各厢团,校阅武艺及川东道札饬巴县自行统理渝城五大团毋庸另举总团首卷》,《巴县档案》

6-23-120,1863年;《渝城各坊厢举签辞退承充札委乡约、团首、监正、管带等情卷》,《巴县档案》6-23-154,1864-1865年。 

29《渠县档案》三,光绪三年六月,抄件藏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 

30《川东道札发编联保甲整饬团练告示卷》,《巴县档案》6-31-860,1875年。 

31《重庆府札发办理团保简明条约册饬巴县遵照办理卷》,《巴县档案》6-31-904,1886年。 

32《巴县志》卷一七《自治》,第 18-19页。 

33《巴县各坊厢举辞、禀究里监保正卷》,《巴县档案》6-31-1189,1900年。 

341901 年,七团里正由文生朱觐龙、职员郑辉廷、张万顺、李久霖、王焕堂,举人刘瀚,副榜胡德棻等七人担任。《渝城各坊

厢举辞总散监里正及巴县札委卷》,《巴县档案》6-31-1200,1901年。 

35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412-413 页;彭伯通:《古城重庆》,重庆:重庆出版

社,1981年,第 122页。 

36《巴县志》卷一七《自治》,第 19页。 

37 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北

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38《福惠全书》卷一《筮仕部·拜客宴会》,光绪十九年文昌会馆刻本,第 5页。 

39 邱捷:《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20-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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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嘉庆时,重庆设两党 28坊 15厢。储奇党辖 14坊 7厢,朝天党辖 14坊 8厢。《承管九门坊厢捕役及朝天储奇两党乡约坊长

名册》,《巴县档案》6-3-25,嘉庆朝,年份不详。 

41《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巴县户籍十家牌》,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第

311页。 

42《达县志》卷七《官政门·民职》,1938年铅印本,第 32页。 

43《嘉庆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巴县团首牌团条例》,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

第 279页。 

44《巴县奉督宪檄饬通谕迅即编联保甲严禁借编联保甲敛派民间钱文卷》,《巴县档案》6-7-155,1850年。 

45《朝天、储奇两党乡约石星堂等协举张光荣等充当保正并禀喻立堂等窃名朦充等情卷》,《巴县档案》6-31-1112,1888-1889

年。 

46《渝城各坊厢举辞里监保正卷》,《巴县档案》6-31-1211,1899年。 

47《千厮厢李天泰具禀监正涂双发私设公堂借捐勒派侵吞公项银两一案》,《巴县档案》6-18-153,1854年。 

48《团首王先化、刘鹤龄短给练丁口食银和懈怠团练被锁押由监生李元壮保释一案》,《巴县档案》6-18-179,1860年。 

49《渝城各坊厢举签辞退承充札委乡约、团首、监正、管带等情卷》,《巴县档案》6-23-154,1864-1865年。 

50《渝城太善、红岩、太平、南纪、通远等坊举辞监、保正卷》,《巴县档案》6-31-1223,1902年。 

51《渝城各坊厢举辞监里保正卷》,《巴县档案》6-31-1225,1903年。 

52《巴县各坊厢举辞、禀究里监保正卷》,《巴县档案》6-31-1189,1900年。 

53《川东道札饬将操练局团勇等交由重庆三营总领以资精练而资弹压卷》,《巴县档案》6-18-106,1854年。 

54《巴县示谕‘团练条规’筹捐团练经费卷》,《巴县档案》6-18-88,1854年。 

55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 346页。 

56《上宪通饬各地遵照雅州府议禀捐钱练勇章程和川东道核定捐资养勇章程办理卷(册)》,《巴县档案》6-18-82,1858年。 

57《巴县示谕查点渝城各厢团,校阅武艺及川东道札饬巴县自行统理渝城五大团毋庸另举总团首卷》,《巴县档案》

6-23-120,1863年。 

58《巴县示谕查点渝城各厢团,校阅武艺及川东道札饬巴县自行统理渝城五大团毋庸另举总团首卷》,《巴县档案》

6-23-120,18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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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嘉庆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巴县编联保甲户口条规告示》,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下),第 278页。 

60《渝城各坊厢举签辞退承充札委乡约、监正、管带团首等情卷》,《巴县档案》6-23-153,1862~1863年。 

61“盘查绅士”一词见《渝城各坊厢举签辞退承充札委乡约、团首、监正、管带等情卷》,《巴县档案》6-23-154,1864-1865

年。 

62(6)《渝城各坊厢举签辞退承充札委乡约、监正、管带团首等情卷》,《巴县档案》6-23-153,1862-1863年。 

63《渝城各坊厢举签辞退承充札委乡约、团首、监正、管带等情卷》,《巴县档案》6-23-154,1864-1865年。 

64《巴县志》卷一六《交涉》,第 1页。 

65(3)(5)(6)(7)《四川总督拟发保护各国商教告示及道府县转饬所属认真练团缉匪安靖地方卷》 ,《巴县档案》

6-32-3183,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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